
疫情防控会增强贸易壁垒吗

———以新冠肺炎暴发期美国对华农产品进口拒绝裁定为例

茅　 锐　 　 贾梓祎　 　 陈志钢

摘要： 本文通过匹配月度层面各省疫情数据、 农业分产品出口数据以及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ＤＡ） 对上述出口实施的进口拒绝裁定数据， 揭示了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期进口国会出于疫情防控动机而采取单边边境管制， 并发现该边境管制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显著负面冲击。 ＦＤＡ 对华农产品的进口拒绝不仅随疫情

发展而迅速增多， 并且集中在来自中国疫情较重省份的农产品中， 说明其裁定具有

明显的针对性。 同时， 进口拒绝显著强化了疫情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抑制效果。 进

口拒绝的增加及其对农产品出口的抑制都与疫情发展同步。 因此， 有必要在防范疫

情造成的经济风险时高度重视进口国以防疫为由设置贸易壁垒， 并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
关键词： 冠肺炎疫情； 农产品出口； 贸易边境管制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２－０１２９－１４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中国采取了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济建设” 的

措施， 以合理降低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冲击， 但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仅限于

生产环节。 由于担心疫情蔓延， 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采取禁止或限制进口疫情国商

品的措施， 因此， 疫情也可能通过恶化贸易环境而进一步产生不利的经济影响。 虽

然现有文献中存在疫情使中国面临的贸易壁垒上升的观点 （王辉耀， ２０２０） ［１］， 但

对其经验证据及贸易壁垒在疫情的经济影响中扮演的作用仍鲜有研究。 本文旨在对

疫情期间中国农产品出口所面临的进口国边境管制变化和影响进行分析与对比， 揭

示贸易限制措施的疫情防控动机并评估边境管制升级造成的农产品出口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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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显示， 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 （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ＰＳ） 等食品安全管制措施是当前最主要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壁垒 （陈志钢等，
２０１１［２］； 孙 龙 中、 徐 松， ２００８［３］； 石 敏 俊 等， ２００５［４］； 张 小 蒂 和 李 晓 钟，
２００４［５］）， 往往会限制全球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农产品出口 （Ａ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
ｓｗｅｌｌ， ２００９［６］； Ｂａｙｌ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７］； Ｂａｙ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ｌｏｆｆ， ２０１０［８］； Ｄｉｓｄｉ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９］； Ｓｈｅｎ ａｎｄ Ｆｕ， ２０１４［１０］； Ｔｒ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１］）。 尽管这些措施的法律规定在

ＷＴＯ框架下大多是非歧视性的， 但在执行中可能针对特定国家或产品， 以达到保

护本 国 利 益 的 目 的 （ Ｂｏｗｎ， ２０１１［１２］； Ｇａｗａｎｄ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１３］； Ｋｅ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４］）。 实证研究发现， 在就业形势恶化或进口竞争加剧的行业与时期中， 边境

管制的数量和执行力度往往更大 （ Ｂａｙｌ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Ｇｒｕｎｄｋｅ ａｎｄ Ｍｏｓｅｒ，
２０１９［１５］）。 这说明出于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目的， 边境管制完全有可能是具有针对

性的。 但对公共卫生事件中边境管制的针对性实施及其经济影响目前仍鲜有研究。
特别是传染病疫情与进口国采取的边境管制措施间是否确实存在关联？ 两者具体的

联系规律？ 边境管制对疫情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造成什么影响？ 边境管制渠道在疫情

国受到的出口冲击中有多重要？ 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仍是空白。
为弥补上述不足，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暴发期间中国农产品面临的进口国边境管

制措施， 揭示上述措施在疫情中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冲击。 其中， 本文第二部

分通过梳理 ＷＨＯ和 ＷＴＯ对成员方为防疫而进行边境管制的有关规定， 发现其管

理框架存在两方面共性： 一方面是成员方可在必要时基于防疫目的采取边境管制措

施， 另一方面是这些边境管制措施必须尽可能减少对国际间人员和货物往来的干

扰。 但由于 ＷＨＯ和 ＷＴＯ并未就采取管制措施的疫情前提和措施本身的正当性形

成联合决策机制， 因此在面对具体边境管制措施时， 两者的管理规定存在潜在冲

突。 这就造成在一些情况下， 虽然 ＷＨＯ 建议不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但 ＷＴＯ 却无

法制止有关国家或地区增加对进口的边境管制。
本文的第三部分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Ｕ􀆰 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ＦＤＡ） 的进口拒绝裁定为例， 分析了美国对华农产品边境管制措施对中国新

冠肺炎疫情的反应。 美国是位列东盟、 日本和欧盟之后我国的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市

场， 也是除欧盟外唯一可获得边境管制裁定数据的市场。 不同于欧盟边境管制由各

国食品安全监管当局分别裁定这一情况， 美国的裁定全部由 ＦＤＡ 做出， 具有相对

更强的一致性。 ＦＤＡ进口拒绝值得重点关注的原因首先是， 与 ＷＴＯ框架下的边境

管制措施相比， ＦＤＡ在做出进口拒绝裁定时依法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在

实际操作中可以作为出于防控疫情目的的单边边境管制措施。 其次， ＦＤＡ 进口拒

绝是边境管制的直接执行 （ｄｅ ｆａｃｔｏ） 结果， 而其他的边境管制措施 （如提高检测

要求） 则是法理上 （ｄｅ ｊｕｒｅ） 的边境管制规定， 其执行结果取决于实施的严格程度

（如检疫力度）。 最后， 由于 ＦＤＡ进口拒绝披露了被拒企业及其具体地址， 可以计

算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遭遇的进口拒绝次数， 从而与各地区的疫情程度进行

空间关联性分析。 本文发现在时间趋势和空间分布上， ＦＤＡ 进口拒绝都与疫情显

著相关， 说明在 ＦＤＡ对华农产品进口拒绝裁定中防疫动机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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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部分中， 本文进一步利用省际月度分产品出口数据， 考察 ＦＤＡ 进口拒

绝裁定在疫情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冲击中的作用。 本文发现 ＦＤＡ 进口拒绝与农产品

出口增长间的负向关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变得更加明显。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显

示， ＦＤＡ进口拒绝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抑制冲击主要是通过

两者的交互效应产生的， 说明进口拒绝边境管制措施在疫情造成的出口冲击中具有

重要作用。 无论是以拒绝数量还是单位出口额对应的拒绝强度作为 ＦＤＡ 进口拒绝

的衡量指标， 也无论是否考虑疫情和进口拒绝的滞后效应， 上述结果都十分稳健。
最后， 第五部分是总结和应对本次疫情影响的政策建议。

二、 ＷＨＯ和ＷＴＯ框架下的防疫措施规定及带来的潜在冲突

自 １９世纪中期霍乱疫情以来， 通过边境管制进行检疫隔离就已成为防控传染

病在地区间传播的典型手段。 正如 １８５１ 年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由各国外长而非卫

生部长参加所表明的， 边境管制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疫情防控， 还必然延伸到交通和

贸易领域。 出于对疫情通过人口和货物流动而产生跨地区蔓延风险的担忧， ＷＨＯ
框架允许在必要情况下基于公共卫生理由实施贸易壁垒。 自 １９５１年通过后， 《国际

卫生条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便成为 ＷＨＯ 框架下各成员方应对公

共卫生事件的唯一限制性协定。 该条例要求 ＷＨＯ 成员方履行及时通报确诊感染情

况的义务并采取防控措施。 但基于 “以对世界交通运输干扰最小的方式最大程度

地管控疫情在国际间传播” 的原则， 该条例也限制各国为防控疫情而采取过度的

交通运输管制措施。
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表明， 由于国际间的人员与经贸往来日益加强， 传染病不仅

会通过医疗卫生系统和社区等传统渠道在疫情地区内传播， 还会通过航空运输等国

际交通渠道向非疫情地区迅速蔓延 （Ｒｕ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１６］。 因此， ＷＨＯ和美国疾

控中心史无前例地在非典期间发布了推迟以疫情地区为目的地进行非必要旅行的建

议①。 然而， 交通限制在防控疫情的同时， 也会给疫情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非

典期间中国由旅游人数减少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１０ 亿元， 经济总损失估计达

２１００亿元 （林毅夫， ２００３［１７］；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６［１８］ ）。 疫情防控与经济利益间的权衡取

舍令 ＷＨＯ框架下的疫情通报制度遭到侵蚀。 例如， ＷＨＯ 承认， 非典期间加拿大

因遭遇旅游限制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先例导致了其他国家或地区选择瞒报非典与

其他疫情 （Ｒｏｄｉｅｒ， ２００３） ［１９］）。
为此， ＷＨＯ在 ２００５年修改 《国际卫生条例》 并于 ２００７ 年实施， 将缔约方监

管和通报疾病的范围从鼠疫、 霍乱、 天花和黄热病等少数传染病拓展到 “任何对

人类构成或可能构成严重危害的公共卫生事件”， 例如核污染和化学污染等。 修改

后的 《国际卫生条例》 还强化了 ＷＨＯ在发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强制性疫情监管

和建议人员与货物流动管制措施方面的权力。 特别地， ＷＨＯ 总干事在与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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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商议后将有权决定疾病或灾情是否构成 “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 有权评

估疫情蔓延风险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旅行与贸易限制措施的正当性， 即是否符

合 《国际卫生条例》 的规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ＷＨＯ 认为具有正当性的限制

措施是有条件和有限的。 根据现行 《国际卫生条例》 第十八条， 其中最重要的

原则之一是必须在疫情防控措施中秉持 “人与货物区分对待”。 具体而言， 对人

员的防控措施包括审查旅行史、 追踪疑似患者和检疫隔离等， 对货物的防控措

施包括审查航路和相关检疫证明、 查封或销毁及限制入境等。 为体现上述限制

措施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 “最小化干扰原则” ， ＷＨＯ 要求各成员国在施加经

济限制措施时承担举证责任， 及时纠正缺乏充足科学依据的单边交通贸易限制

性政策。
然而， 由于 ＷＨＯ的降低经济干扰原则和对各国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的审查都

只是建议性而非强制性的， 其在减少以疫情防控为由的过度限制、 甚至具有保护

主义倾向的政策时缺乏有效性。 以 ２００９ 年 Ｈ１Ｎ１ 流感为例， 尽管墨西哥防控反应

迅速， ＷＨＯ也不建议采取旅行限制， 但许多国家 （地区） 限制人员前往墨西哥或其

他受疫情感染地区， 约 ２０个国家 （地区） 甚至在未得到 ＷＨＯ支持的情况下禁止从

墨西哥、 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猪肉等其他肉类产品 （Ｇｏｓｔｉｎ， ２００９） ［２０］。 类似的过度限

制也体现在其他情形中， 例如当疯牛病疫区风险已降至 “可忽略” 级别后， 许多国

家仍 （地区） 长期禁止疫区的牛肉产品； Ｈ４型大肠杆菌 （Ｅ􀆰 Ｃｏｌｉ） 疫情期间欧盟出

口的蔬菜被大量国家禁止入境等 （Ｍａｃｋ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２）。 实际上， 由于全球一体

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旅行和贸易限制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正日渐下降， 及时准确地通

报病例并控制疾病从疫情地区向其他地区蔓延的重要性格外突出 （Ｇｉｅｓｅｃｋｅ，
２００３） ［２１］。 过度防控措施反而将损害疫情国通报病例的积极性 （Ｍａｃｋ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２）。

就过度防控措施中的贸易限制手段而言， 这在本质上反映了 ＷＨＯ 和 ＷＴＯ 框

架下防疫规定的潜在冲突和协调困境。 在现行 ＷＴＯ 框架下，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贸

易协定主要有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ＰＳ）、 技

术性贸易壁垒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ＴＢＴ）、 以及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ＩＰＳ）。 其中， ＳＰＳ 和 ＴＢＴ 允许在不对贸

易产生非必要侵蚀的前提下， 为保障公共卫生而采取贸易限制； ＴＲＩＰＳ 允许在必要

时采取全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 如为相关药品颁发强制性生产许可， 以保证消费者

能负担药品价格 （ＷＴＯ ／ ＷＨＯ， ２００２）。 但 ＷＴＯ指出， 上述措施应当基于充分的科

学依据且措施应是必须的， 即没有合理的替代措施以保护人类、 动物或植物的生命

或健康 （Ｍａｃｋ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２；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Ｖｏｏｎ， ２０１１［２２］）。
尽管 ＷＨＯ和 ＷＴＯ都允许成员方在一定条件下为防控疫情而进行贸易管制，

也都力图减小管制对人员经贸往来造成的干涉， 但就具体措施而言， 两者对其正当

性往往产生不同评判。 例如， ２００９年 ６月， 墨西哥援引 ＷＨＯ、 ＦＡＯ 和世界动物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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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组织等关于 “未知 Ｈ１Ｎ１病毒能通过食用加工猪肉或其他含有猪肉的制品而向人

传播” 和 “对猪肉及其制品施加贸易限制的做法缺乏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规定

的正当性” 等声明①， 寻求通过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以要求其他国家撤销相关的贸

易限制措施。 但经过冗长的辩论后， ＷＴＯ 仍然认为由于直接的科学证据不足， 国

际机构对猪肉产品不是 Ｈ１Ｎ１流感源头的判断不足以裁定有关进口禁令等贸易限制

措施违反了国际贸易条约 （Ｃ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ｈａ， ２０１０） ［２３］。
造成上述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是 ＷＨＯ认为 “对人类构成或可能构成严重危害的

公共卫生事件” 与 ＷＴＯ认为 “保护人类、 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必须采取贸

易限制措施的事件并不等同。 也就是说， 在 ＷＴＯ 框架下， 由 ＷＨＯ 认定的 “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不是一种与特定贸易政策关联的单独情形。 因此如上

述墨西哥案例所表明的， 在一些情况下尽管不符合 ＷＨＯ 的建议， ＷＴＯ 仍缺乏明

确依据以否决有关国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另一方面， 目前对疾病通过贸易途径在

全球范围内传播的讨论和评估工作在 ＷＴＯ 委员会中开展， ＷＨＯ 的介入空间十分

有限。 由于缺乏 ＷＨＯ和 ＷＴＯ的联合决策机制， ＷＨＯ难以协调不同国际机构采取

或允许其成员方采取的疫情防控行动， 也难以真正限制有关国家 （地区） 在缺乏

充足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以防疫为名采取过度的贸易壁垒。 在此背景下， 一些国家

（地区） 就可能采取单边的过度贸易限制———毕竟这可能不会与 ＷＴＯ 框架相悖，
或者即使 ＷＴＯ决意否决也必须经过冗长的讨论。

相比于 ＷＴＯ 框架允许的 ＳＰＳ 等防疫措施， 进口国更可能通过进口拒绝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ｆｕｓａｌｓ） 裁定等单边边境管制限制疫情国的产品出口。 这是因为进口拒绝

裁定往往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例如， 根据美国联邦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ｏｏｄ， Ｄｒｕｇ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 Ａｃｔ， ＦＤ＆Ｃ） 第 ５３６ 和 ８０１ 节， 当产品看似或被

发现存在掺假 （例如被污染或不符合有关规定）、 伪标 （例如在标签中包含错误或

误导性的信息） 或面临禁止及限制销售等情况时， ＦＤＡ 便有权拒绝涉事产品批次

入境。 然而， ＦＤ＆Ｃ法案并未阐明 “看似” 的具体含义， 也不要求 ＦＤＡ 提供产品

违规依据②， 这就意味着 ＦＤＡ可以为防控疫情而将进口拒绝裁定作为单边贸易限制

措施。 此外， ＳＰＳ等基于 ＷＴＯ 框架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措施是法理上 （ｄｅ ｊｕｒｅ）
的食品安全规定， 本身并不能反映边境管制的强度。 例如， 虽然在疫情期间防控国

家可能通过增加紧急 ＳＰＳ 措施来限制疫情国的出口产品， 但也可能在不增加现有

ＳＰＳ措施的前提下通过对来自疫情地区的产品采取更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执行

水平来起到实际管制程度加强的效果。 与此不同， 进口拒绝裁定体现了边境管制的

真实执行 （ｄｅ ｆａｃｔｏ） 结果， 能反应边境管制的真实强度。 因此， 本文将聚焦于分

析疫情对进口拒绝裁定造成的影响。

３３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贸易壁垒

①
②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ｅ ／ ｎｅｗｓ０９＿ ｅ ／ ｓｐｓ＿ ２５ｊｕｎ０９＿ ｅ􀆰 ｈｔｍ。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ｄａ􀆰 ｇｏｖ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ｍｐｏｒ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 ／ ｉｍｐｏｒｔ－ｂａｓｉｃｓ。



三、 新冠肺炎暴发期美国对华农产品的进口拒绝裁定

（一） 数据来源

本部分利用疫情数据， 考察新冠肺炎暴发期间美国对中国大陆农产品出口裁定

的进口拒绝数量， 揭示贸易边境管制中的疫情防控动机。 中国的新冠肺炎汇总病例

数据于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１ 日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逐日公报。 同时，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网站也对本地区病例数进行逐日公

报。 本文将使用中国大陆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每月的确诊病例数， 作为新冠

肺炎疫情的衡量指标。
如前文所述， 进口拒绝裁定值得特别关注的原因是该措施既体现了边境管制

的实际强度， 又由于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相对容易成为疫情防控中限制贸易

的单边措施。 本文考察美国 ＦＤＡ 对中国大陆农产品的进口拒绝裁定。 进口拒绝

裁定的具体流程是， 首先由 ＦＤＡ 对拟拒绝的产品批次发出 “ ＦＤＡ 行动通知”，
该通知将向产品所有者或签约人说明情况， 并准许其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 （考虑到

节假日一般会放宽到 ２０ 个自然日内） 通过非正式的听证程序提交已解决潜在违

规问题或需要 ＦＤＡ重新考虑裁定的证据。 如果企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证据，
则 ＦＤＡ就将发出进口拒绝的 “行动通知”， 并要求被拒产品批次在 ９０ 天内销毁

或离开美国。
本文使用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裁定数据来自美国进口拒绝报告 （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ｒｅ⁃

ｐｏｒｔｓ）①。 报告中包含了被拒企业名称及其所在的国家和城市、 被拒产品的 ＦＤＡ 产

品代码及产品描述、 被拒日期、 检疫关口和检疫手段 （如是否进行采样、 采样后

是否送实验室检验） 以及涉事批次的被拒理由等信息。 由于 ＦＤＡ 使用独立的产品

代码且未与 ＨＳ体系等其他常用产品代码建立对应关系， 因此需要通过进口拒绝裁

定中关于产品的具体描述信息， 以人工方式将每个 ＦＤＡ 产品代码对应到中国农产

品贸易数据的 ４位数 ＨＳ产品上。 具体来说， 参照 Ｇｒｕｎｄｋｅ 和 Ｍｏｓｅｒ （２０１９）， 可以

首先根据 ＦＤＡ产品代码中前两位所表示的产业大类找到相应的 ＨＳ代码章节， 继而

利用 ＦＤＡ产品代码中关于产品具体组别、 加工方式、 储存方法、 包装类型和用途

情况等的详细说明找到具体的 ４ 位数 ＨＳ 产品。 本文中的农产品是指在 ＨＳ 编码体

系下前 ２４章的产品 （Ｂｅｅｓｔｅｒ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２４］。 本文对 １１０ 个 ＦＤＡ 产品代码

建立了与 ４位数 ＨＳ产品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这些产品占样本期内 ＦＤＡ对中国农产

品作出进口拒绝裁定的全部 ＦＤＡ产品代码中的 ９０％。
（二） 疫情期间 ＦＤＡ对华农产品进口拒绝

鉴于国家卫健委公布了各地区确诊病例数， ＦＤＡ 的进口拒绝报告中也披露了

被拒企业所在的省市， 因此图 １ 在省级层面上考察了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在

新冠肺炎暴发期中面临的 ＦＤＡ 进口拒绝裁定情况。 具体而言， 图 １ 对比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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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湖北、 广东、 河南、 浙江、 湖南、 安徽和江西这 ７个疫情严重的省份与其他各

省级地区总体所面临的 ＦＤＡ 进口拒绝裁定数的逐月变化走势。 其中， 我们计算了

每个地区各月遭受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裁定数除以 ２０１９ 年前 １１ 个月的月均进口拒绝

裁定数， 作为衡量进口拒绝裁定走势的指标。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湖北面临

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裁定数相对增长得最快。 该省 １２ 月遭遇的进口拒绝与前 １１ 个月

中月均遭遇的进口拒绝比值远高于其他省市。 然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向其他地区

蔓延， ２０２０年 １月河南和广东遭遇的 ＦＤＡ 进口拒绝裁定数相对于 ２０１９ 年前 １１ 个

月的平均水平而言迅速增长， 其增幅超过了湖北。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遭遇 ＦＤＡ 进口拒

绝裁定数与 ２０１９年前 １１个月相比增长得最快的则是广东和江西。 由于自 ２０２０年 １
月起湖北执行严格的分区封闭式管理， 从而其农产品出口可能受到限制， 因此图 １
显示湖北面临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裁定数相对于 ２０１９ 年前 １１ 个月平均水平的增幅在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后逐月降低。 整体而言， 图 １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ＦＤＡ对华农

产品的进口拒绝裁定相对增幅展现出与疫情严重程度的正向关联。

图 １　 新冠肺炎暴发期 ＦＤＡ对华农产品进口拒绝

图 ２— （１） 进一步考察了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 ＦＤＡ
对华农产品拒绝数量在 ＨＳ－２位数产品层面的增量。 结果显示， 水产及其制品 （１６
和 ３）、 水果和果实及其制品 （８、 １２ 和 ２０） 等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农产品面临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数增量居前。 图 ２— （２） 考察了与同期相比， 各类 ＦＤＡ进口拒绝占

比的变化。 结果显示， 疫情期间抽样检疫， 尤其是实验室送检的进口拒绝比例明显

减少， 但掺假指控比例明显增加。 这表明 ＦＤＡ 主要可能出于对产品污染的担忧，
在主观判断的依据下加强对华农产品的进口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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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新冠肺炎暴发期与上年同期相比 ＦＤＡ对华农产品进口拒绝数及拒绝类型变化

四、 ＦＤＡ进口拒绝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冲击中的作用

（一） 描述性分析

图 ３刻画了中国大陆疫情确诊病例数、 ＦＤＡ 对华农产品进口拒绝裁定及中国

农产品出口额三者之间的联动走势。 其中， 粗实线表示中国大陆新冠肺炎逐月的新

增确诊病例数， 粗虚线表示 ＦＤＡ 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拒绝裁定数的月度走势， 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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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细虚线分别表示中国大陆重点疫区湖北、 广东、 河南、 浙江、 湖南、 安徽与江

西和全国的农产品出口额。 为消除不同序列间的固有规模差异， 图 ３ 将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时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数及全国和重点疫区的农产品出口额规则化为 １， 计算后续月

度相对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的比值。 与此同时， 图 ３ 将疫情确诊病例数标识在右轴， 并

将该轴转化为对数尺度以便展示病例的激增。
图 ３中的粗实线和粗虚线显示， 随着确诊人数的快速增加， ＦＤＡ 的对华农产

品进口拒绝数呈上升态势。 如细实线和细虚线所示， 自进入 ２０２０ 年以来， 中国大

陆农产品出口额明显减少， 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给农产品出口造成了重大负面影

响。① 特别地， 重点疫区的农产品出口额降幅快于且大于非重点疫区， 说明疫情给

这些地区农产品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大。 综上所述， 图 ３表明， 新冠疫情暴

发导致了 ＦＤＡ对华农产品的进口拒绝增加， 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了打击。

图 ３　 新冠肺炎暴发期疫情确诊人数、 ＦＤＡ进口拒绝与中国 （重点疫区） 的农产品出口

（二） 实证检验

为定量评估进口拒绝裁定这一边境管制措施在传染病疫情对农产品出口冲击中

的作用， 本文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考察传染病疫情和进口拒绝裁定对农产品出口表

现的直接影响， 及疫情通过进口拒绝措施对农产品出口产生的间接影响：
ｙ︿ ｉｊｔ ＝ β１ ｌｎ ｙｉｊｔ －１ ＋ β２ＦＤ Ａｉｊｔ ＋ β３ＣＯＶＩ Ｄｉｔ ＋ β４ＦＤ Ａｉｊｔ × ＣＯＶＩ Ｄｉｔ ＋ εｉｊｔ （１）

在式 （１） 中， ｙｉｊｔ 表示中国大陆的地区 ｉ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在时刻 ｔ 对
美国的农产品 ｊ 出口额。 其中， ｔ 为在月度层面上度量的时期， ｊ 为 ２ 位数 ＨＳ 体系

下界定的产品。 式 （１） 中的因变量 ｙ︿ ｉｊｔ 是 ｙｉｊｔ 相对于上一期的增速。 自变量则包括

上一期出口额的对数值 ｌｎ ｙｉｊｔ －１ ， 以反映出口额增速相对于初始出口水平的 “收敛

７３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贸易壁垒

①由于 ２０２０年 １至 ２月仅有累计出口额， 本文采取按过去 ３年 １月和 ２月的出口额平均比值进行拆分。



效应”； ＦＤＡ在时刻 ｔ 对地区 ｉ 第 ｊ 种农产品的进口拒绝裁定情况 ＦＤＡｉｊｔ ， 以反映美

国进口拒绝对中国出口额增速的直接影响； 地区 ｉ 在时刻 ｔ 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对数

值 ＣＯＶＩＤｉｔ
①， 以反映疫情对中国出口增速的直接影响； ＦＤＡ 进口拒绝裁定与新增

病例数对数值的交互项 ＦＤ Ａｉｊｔ × ＣＯＶＩ Ｄｉｔ ， 以反映进口拒绝在疫情影响农产品出口

中的作用。 式 （１） 分别通过两种方式刻画 ＦＤＡ的进口拒绝裁定情况。 一种是直接

使用进口拒绝裁定次数的对数值。 但该指标的问题是， 进口拒绝次数可能在出口额

较大的地区－产品组合中较大。 因此， 本文也将用第二种方法衡量式 （１） 中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裁定情况， 即计算每百万美元出口额中的 ＦＤＡ 进口拒绝次数以体现

拒绝强度。 除此之外， 式 （１） 中还控制了地区－产品组合与时间维度上的双向固

定效应。 εｉｊｔ 是残差项。
表 １展示了对式 （１） 的估计结果。 其中， 数据期限设定为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０年 ２月， 正好包括两个整年度， 且覆盖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大陆的暴发期。
表 １的前两列使用拒绝次数的对数值衡量 ＦＤＡ 进口拒绝情况， 后两列则使用每百

万美元出口额中的拒绝次数衡量 ＦＤＡ 进口拒绝强度。 表 １ 的结果显示， 中国农产

品的出口额增速始终存在显著的 “收敛效应”， 即当上一个月的出口额增长较快时，
当月的出口额增长就较慢。 在全部四组回归结果中， ＦＤＡ 进口拒绝和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对出口额增速的直接影响都不显著， 或虽显著但数值极小。 这说明两个直接

效应并非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表现的关键决定因素。 第 （２） 和第 （４） 列回归

结果表明， ＦＤＡ进口拒绝情况与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对数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具体而言， 当 ＦＤＡ增加 １％的进口拒绝次数时， 疫情确诊病例每增加 １％就会导致

农产品出口额增速下降 １１􀆰 ５个百分点； 而当 ＦＤＡ的进口拒绝强度提高 １ 个百分点

时， 疫情确诊病例每增加 １％就会导致农产品出口额增速下降 ０􀆰 ０６个百分点。

表 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ＦＤＡ进口拒绝裁定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因变量： 出口额增速
ＦＤＡ进口拒绝 ＝
拒绝次数的对数

ＦＤＡ进口拒绝 ＝
拒绝次数 ／百万美元出口额

（１） （２） （３） （４）

滞后的出口额对数
－５１􀆰 ４６３∗∗∗ －５１􀆰 ４６６∗∗∗ －５１􀆰 ４６４∗∗∗ －５１􀆰 ４６６∗∗∗

（０􀆰 ９４８） （０􀆰 ９４７） （０􀆰 ９４６） （０􀆰 ９４６）

ＦＤＡ进口拒绝
－０􀆰 １９４ －０􀆰 １８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７３６） （０􀆰 ５２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对数
－０􀆰 ８０５ －７􀆰 ８５３ －０􀆰 ７３７ －５􀆰 ３１４
（４􀆰 ７１３） （５􀆰 ９２６） （３􀆰 ９５８） （４􀆰 ９８３）

ＦＤＡ进口拒绝 ´新增新冠肺炎
病例对数

－１１􀆰 ５２６∗∗ －０􀆰 ０６１∗

（５􀆰 ２３９） （０􀆰 ０３６）
样本量 ７ ０３６ ７ ０３６ ７ ０３６ ７ ０３６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３５７ ０􀆰 ３５７ ０􀆰 ３５８ ０􀆰 ３５８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１０。 回归中控制了地区－产品组合与时间维度上的双
向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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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虑到病例数可能为 ０， 在计算时采取了加 １后取对数的做法（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ｉ， ２０１８） ［２５］ 。 在计算 ＦＤＡ进

口拒绝的对数值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表 ２进一步考虑了农产品出口额增长中 ＦＤＡ 进口拒绝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

滞后效应。 无论将进口拒绝设定为拒绝次数还是拒绝强度指标， 表 ２ 结果均显示，
ＦＤＡ进口拒绝情况的滞后效应不显著。 但当采用进口拒绝次数指标时， 新冠肺炎

疫情直接效应的滞后项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即使不考虑 ＦＤＡ 增加

进口拒绝裁定， 疫情加重本身也会对往后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采用任何一

种进口拒绝衡量指标时， 尽管绝对数值较非滞后的交互项系数更小， 进口拒绝与疫

情程度交互项的滞后效果都显著为负， 这说明通过强化进口国边境管制这一间接渠

道， 新冠疫情将对农产品出口造成额外的动态限制效果。 综合表 １ 和表 ２ 的结果，
我们发现疫情会对农产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且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 ＦＤＡ 进口拒

绝的边境管制渠道产生的。

表 ２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ＦＤＡ进口拒绝裁定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考虑滞后效应）

因变量： 出口额增速

ＦＤＡ进口拒绝 ＝
拒绝次数的对数

ＦＤＡ进口拒绝 ＝
拒绝次数 ／百万美元出口额

（１） （２） （３） （４）

滞后的出口额对数
－５１􀆰 ４２７∗∗∗ －５１􀆰 ４２８∗∗∗ －５１􀆰 ４２７∗∗∗ －５１􀆰 ４２８∗∗∗

（０􀆰 ９１１） （０􀆰 ９１２） （０􀆰 ９１０） （０􀆰 ９１１）

ＦＤＡ进口拒绝
－０􀆰 １８７ －０􀆰 １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６９６） （０􀆰 ５５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对数
－０􀆰 ７７２ －７􀆰 ６３７ －０􀆰 ７１９ －５􀆰 １９５

（４􀆰 ５６８） （５􀆰 ９３８） （３􀆰 ９２２） （４􀆰 ７２４）

ＦＤＡ进口拒绝 ´新增
新冠肺炎病例对数

－１１􀆰 ５３３∗∗ －０􀆰 ０６５∗

（５􀆰 ４５２） （０􀆰 ０３９）

滞后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
－０􀆰 ３３６ －０􀆰 ３３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８５１） （０􀆰 ８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滞后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对数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０∗ １􀆰 ６２７ １􀆰 ６２６

（０􀆰 ３２４） （０􀆰 ２８９） （２􀆰 ３５９） （２􀆰 ３５７）

滞后的 ＦＤＡ进口拒绝 ´滞后的
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对数

－０􀆰 ２６２∗∗ －０􀆰 ０１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０６）

样本量 ７ ０３６ ７ ０３６ ７ ０３６ ７ ０３６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３５９ ０􀆰 ３５９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０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０。 回归中控制了地区－产品组合与时间维度上的双
向固定效应。

五、 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本文通过考察新冠肺炎暴发期 ＦＤＡ 对华农产品的进口拒绝裁定和中国的农产

品出口增长的关系， 揭示了在 ＦＤＡ 进口拒绝这一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单边边境

管制措施中存在疫情防控动机， 同时说明了进口拒绝的增加在理解疫情对中国农产

品出口造成的冲击中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发现 ＦＤＡ 的进口拒绝裁定具有明显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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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 不仅随疫情的暴发和恶化而迅速增多， 而且还重点针对来自中国疫情较重省

份的农产品。 总体而言， 疫情不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 但该抑制效果在 ＦＤＡ 进口

拒绝增加时得到了显著强化。 这意味着当防范疫情的经济冲击时， 特别是对出口部

门而言， 仅关注生产面遭受的影响是不够的， 必须高度重视进口国以防疫为由设立

贸易壁垒。 本文发现由疫情导致的边境管制强化反应是灵敏的， 由此造成的农产品

出口冲击也是迅速的。
近年来， 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到各类行业组织已就反倾销、 知识产权保护

和技术性壁垒等非关税措施构建了多方位信息通报和预警平台， 助力出口企业有

效避险。 但现行预警系统面临以下局限： 第一， 对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贸易限制措

施关注较多， 对美欧等主要市场的边境管制却缺乏系统的追踪平台， 表明对边境

管制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第二， 对贸易壁垒实施情况的通报较多， 对边境管

制动向的研究预判相对滞后， 使预警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 尚未建立预警预测系

统与企业生产检测的有机整合， 从而不能根据企业特征对高风险主体发出针对性

警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 我们认为应当充分整合国内外宏微观经济监测信息， 完

善对重点市场边境管制措施的预警预测系统， 实施重点行业与企业的分类风险警示

管理， 这对缓和贸易壁垒及其对出口的不利影响而言将极其重要。 具体而言， 在及

时公开通报进口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做出边境管制裁定的同时， 应当依托已有各级贸

易壁垒预警点和研究团队， 在对不同进口市场技术标准与政策研究的基础上， 深入

整合有关国内外宏微观经济监测信息并就模拟决策开展大数据分析， 加强对边境管

制动向的预警预测能力。 同时， 发达国家市场对我国农产品的边境管制中逾半数与

产品污染和掺假指控有关， 因此我国应严格对标发达市场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和健全检测体系， 强化边境管制风险的事前管理， 在通关便利化、 抽检比例降低、
乃至 “审单放行” 等 “稳出口” 措施落地的同时， 应做好出口检验黑名单制度和

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现场检验管理。 最后， 鉴于 ＦＤＡ 允许涉事企业通过非正式听

证程序提交有关依据并申请 ＦＤＡ 的重新裁定， 我国应考虑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加强

对其参与司法听证的法律援助， 并加强与进口伙伴及时交换并协调关于防控重大传

染病疫情的合理措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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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ＴＲＡＮ Ｎ， ＷＩＬＳＯＮ Ｎ Ｌ Ｗ， ＡＮＤＥＲＳ 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ｈａｓｉｎｇ Ｚｅｒｏ （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４ （２）： ４９６－５０２􀆰

［１２］ ＢＯＷＮ Ｃ Ｐ􀆰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１􀆰

［１３］ ＧＡＷＡＮＤＥ Ｋ，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Ｂ， ＣＵＩ 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１， ７０ （１２）： ８３０１－８３０９􀆰

［１４］ ＫＥＥ Ｈ Ｌ， ＮＥＡＧＵ Ｃ， ＮＩＣＩＴＡ Ａ􀆰 Ｉ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２００８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５ （１）： ３４２－３４６􀆰

［１５］ ＧＲＵＮＤＫＥ Ｒ， ＭＯＳＥＲ Ｃ􀆰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１７： １４３－２１５７􀆰

［１６］ ＲＵＡＮ Ｓ， ＷＡＮＧ Ｗ， ＬＥＶＩＮ Ｓ 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ＳＡＲＳ ［Ｊ］ ．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３ （１）： ２０５－２１８􀆰

［１７］ 林毅夫， ＳＡＲＳ与中国经济发展 ［Ｊ］ ． 人民论坛， ２００３ （０６） 􀆰
［１８］ ＳＭＩＴＨ Ａ􀆰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Ｊ］ ．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０６， ４ （２）： ５３－６０􀆰
［１９］ ＲＯＤＩＥＲ Ｇ，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 Ａ Ｌ， ＨＵＧＨＥＳ Ｊ Ｍ，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Ｊ］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３ （１０）： １４４７－１４５２􀆰
［２０］ ＧＯＳＴＩＮ Ｌ 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 （Ｈ１Ｎ１） ａｎｄ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Ｊ］ ． ＪＡ⁃

ＭＡ， ２００９， ３０１ （２２）： ２３７６－２３７８􀆰
［２１］ ＧＩＥＳＥＣＫＥ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 ／ ＳＭＩＴＨ Ｒ， ＢＥＡＧＬＥＨＯＬＥ Ｒ，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Ｄ，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ｘ⁃
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１９６－２１１􀆰

［２２］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 ＶＯＯＮ 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 ［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１， １２５ （１２）： ８３２－８３９􀆰

［２３］ ＣＯＮＤＯＮ Ｂ Ｊ， ＳＩＮＨＡ 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ｇ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Ｊ］ ．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１０， ２２ （１）： １－３０􀆰

［２４］ ＢＥＥＳＴＥＲＭÖＬＬＥＲ Ｍ， Ｄｉｓｄｉｅｒ Ａ， ＦＯＮＴＡＧＮÉ 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ｇｒｉ－

Ｆｏｏ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４８： ６６－８２􀆰
［２５］ ＳＨＩ Ｘ， ＸＩ Ｔ， Ｒａｃｅ 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Ｄｅａｔｈ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３１： ７９～９５􀆰

（责任编辑　 于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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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ＤＡ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ｆｕｓａｌ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ＭＡＯ Ｒｕｉ　 ＪＩＡ Ｚｉｙｉ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Ｕ． 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ＤＡ） ｉｍ⁃
ｐｏｒｔ ｒｅｆｕｓ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ｉｍｐｏｓｅ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ｐｌａｙ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Ｄ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ｆｕｓａｌ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ａｓ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ＤＡ􀆳ｓ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Ｍｅａ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ｆｕｓａｌｓ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
ｉｃ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ｆｕ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ｔ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ｉｔ ｉｓ ｐｒ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ｅ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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